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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走向何处：复杂经济学视域下
新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学的重构

安同良， 魏 婕

［摘要］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的一切经济社会活动，同

时正在引发以复杂经济学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学范式的崛起。近年来中国新经济蓬勃发

展，正引领着全球科技变革与产业发展，更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重

构。在研究新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演变的基础上，本文借鉴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科学

研究纲领方法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为理论硬核，运用复杂经济学框架及吸收各类经济学说的有用成分，试图构建具有

“硬核—保护带—启发性思路”完整架构、面向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学。本文

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嵌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与理论变迁的动态演化过程，是以信

息网络空间与复杂经济视域等视角为底层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构

筑与繁荣为本质的经济学范式。本文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何处”及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

知识体系探索了可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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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万物互联、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数字与生物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经济革

命，正深刻改变、重塑着人类的生产、投资、流通、消费与生存空间等一切经济社会活动（Tapscott，
1995；尼葛洛庞帝，1996）。在此过程中，全球的技术进步呈现新态势，表现出复杂性融合与高速成

长，不再以线性方式发展。新经济时代，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从传统的资本、工业技术、劳动力等转向

数据与网络市场、数字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与创新力等，这大大降低了新兴经济体参与新一轮全

球经济竞争的门槛，为具有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换道超车”提供了崭新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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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如何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跨越以及全球价值链攀升的

重大机遇，成为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极为重要的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需要新的大国行动指南、基本方略。面对新经济冲击形

成的新实践、新问题，同时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中国亟须经济学理论的嬗变与

创新——通过构建自主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来应对新技术加速革新、全球经济格局重塑、各类

不确定冲击等大变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言：我

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

经济学理论范式一直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技术条件、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迁，

需要构筑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或理论体系。众所周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范式的传

统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当人类已经进入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更高级经

济形态的新经济时代，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与逻辑范式不得不被重写、修正。解

释现象和预测未来是理论创新的归宿，面对新经济时代，需要新理论来准确解释新经济现象和更有

效指导新经济发展的实践。同时基于中国在新时代依靠新经济发展来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实践需要，需要有超越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范式，以及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经验

现象而提炼出来的原创性理论。所以，用新理论范式、新理论逻辑来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理论体

系是中国“四个自信”的题中之义，更是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

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①的根本要求。

本文从文献演进的角度梳理了复杂经济学范式的兴起，在厘清新经济的复杂经济学发展特征

基础上，刻画了新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典型事实。进一步在研究新中国经济学范式演变的基础上，立

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与新时代中国新经济的迅猛发展，运用复杂经济学框架，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试图重构基于新经济的

“科学研究纲领”——中国经济学。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质上并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

一个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它有其硬核（或内核）、保护带与解题的启发性方法论（拉卡托斯，1986），

其范式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能解释中国既往的经济奇迹，而且更能够预测新时代、新经济等中国经

济发展诸多新颖的事实（安同良，2020），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启迪。

二、文献演进：复杂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 90年代，美国率先提出“新经济”这一概念（Shepard，1997）。阿特金森和科尔特（2000）
总结为：新经济是一种基于知识和思想的经济，可以说新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根本性

变化。新经济不同于知识经济，新经济是依托于知识经济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范式。本文认为，

“新经济”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由万物互联、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一系列

新技术革命引致的新经济范式。对于新经济，之前诸多研究将其定义为“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

（Shapiro and Varian，1999）。自从 1995年唐·塔普斯科特（Tapscott，1995）最早明确提出“数字经济”

一词开始，数字经济概念逐渐被各国使用，但普遍共识认为数字经济是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具

①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 4月 26日，第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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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形态。所以，实质上这些概念都是从不同角度刻画新经济（许宪春等，2020）。本文认为，用“新经

济”来概括当下这一大大迥异于之前的经济范式变革，应该更符合经济的变迁历史，“新经济”更能

凝练成一个更大范畴的共识。近几年中国才开始普遍使用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数字经济与新经济

有一脉相承的逻辑。

人类技术变革的每一次大跨越都为生产方式演化创造了新的成长空间，新经济时代新的生产

方式与生产关系必然呼唤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创生。正如米塞斯（2015）所言：经济学不是按逻辑和

数学程序展开的，它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纯粹演绎推理的完整体系。①20世纪 90年代开始，以万物

互联等数字技术为通用目的技术标志的新经济时代来临，这一重大时代变革无疑会对建立在工业

革命基础上的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提出巨大的挑战（Arthur，1999a；张翼成等，2018）。具体而

言：①新经济迅猛发展和颠覆式创新首先使经济学研究对象脱胎换骨。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重点

关注均质经济主体的行为与互动，以及经济体系的均衡运行。而新经济的出现及其发展对经济社

会的资源配置模式、市场交易关系、企业治理结构、经济增长路径等均产生了颠覆性影响。②以大

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冲击着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微观个体的网络化崛起、

机器学习代替经济决策以及大数据基础上的关联预测，正在改写传统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及统

计推断方法；与此同时，大数据全面性和实时动态性会将一些经济理论证伪。

由此可见，依托工业文明搭建的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很难与以“信息文明”为标志的

新时代相契合。虽然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学者对新技术革命中的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

基因重组等与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提升、中观层面的产业演化、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行

为和组织管理的关系均有讨论，但其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并未改变。物理学均衡思维

的隐喻、同质主体以及线性的结构是其独特的“硬核”，该“硬核”早在方法论层面被诟病。Helbing
and Balietti（2010）强调：传统西方主流经济模型为了逻辑自洽而遗漏了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是

从未考虑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与持续演化的特征。Rosser（2021）认为复杂经济学时代正在取代西方

新古典经济学时代。所以，需要一个崭新的、颠覆性的与新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复杂经

济学正是人类信息文明的结晶（唐任伍等，2020）。

阿瑟（2018）曾提到：在经济学的历史长河中，有关复杂性与非均衡的经济学问题，熊彼特、凡勃

伦、哈耶克和沙克尔等经济学家都曾研究过。事实上，在近现代经济学思想发展史上有两次经济学

理论的重大创新，都在范式与方法论层面呈现出复杂性的框架：一是发端于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革命。早在 1844年马克思就发现了非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支配性特征。从概念、范

畴体系和分析方法看，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阐释的生产方式，其方法恰恰是一种复杂性方法

（邬焜，2006）。二是 20世纪 80年代兴起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等人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重新

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均衡模型，其讨论的核心问题以及采取的建模方法

可以说是复杂性思维的直觉运用与实践方式。虽说复杂性思维及观点并非经济学的新问题，但真

正意义上的“复杂经济学”发源于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从 19世纪与 20世纪之交开始孕育，赫伯

特·西蒙（Simon，1962）是第一个分析复杂性架构的人。1984年，由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一批从

事物理、经济、生物、计算机科学的著名研究人员集合在一起创立了圣塔菲研究所，试图通过多学科

交叉融合的方法找出复杂系统的一般规律。

复杂性是客观世界固有的本性。但至今，学者们仍然未能给出一致的复杂性定义（米歇尔，

① 具体可参见冯·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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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霍根（1997）曾总结出复杂性的 45种定义。阿瑟（2018）指出，复杂性核心在于复杂系统，所

以复杂性概念的核心要义在于复杂系统的类型以及具体特征。西蒙（1987）认为，复杂性采取层次

结构形态，复杂性是进化的结果、是系统的动态性质，应从复杂性的描述即信息角度区分简单与复

杂。克拉默（2000）则利用系统定义了复杂性，复杂性即为系统表明自身方式数目的对数，或者系统

可能状态数目的对数：K = logN，其中，K是复杂性，N是不同的可能状态数。

圣塔菲研究所基于复杂性科学，较早刻画了复杂适应系统的特征，认为其是具有涌现和自组织

行为的系统。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Arthur，1989，1999a）则在报酬递增与技术进化的

基础上提出“复杂经济学”的概念，对复杂经济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圣塔菲研究所

的众多学者对经济体系的复杂性与复杂经济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与建构。截至目前，复杂经济

学正在建构中，尚缺乏统一且精确的定义。本文认为：复杂经济学是以有限理性的异质性行为主体

为基础，将经济体系作为复杂适应系统（本质是根本复杂系统，即系统不再是可编程的，其特征为不

可确定性），研究经济结构变化、经济组织涌现、创新与知识变革、国家财富创造等非均衡过程的经

济学范式。作为关于研究正在涌现事物的经济学，其核心主题是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的运行机理。

复杂经济学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思想逻辑、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层面均有本质区别，复杂经济

学具有全新的经济学视角与处理经济问题的新方法。复杂经济学放宽了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诸

多假设，其经济学范式是对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标准假设的超越，其主体假设、分析逻辑和理论框

架更接近现实世界。总之，复杂经济学是在反思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弊端基础上诞生和发展起来

的，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是其子集，它是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一条新路径上更高层次

的新发展，所以说复杂经济学是更具普遍性、科学性的经济学范式（Arthur，2021）。在借鉴巴拉巴西

（2013）、拜恩霍克（2019）、Arthur（2021）、Rosser（2021）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总结了复杂经济学与

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区别（见表 1）。

表 1 复杂经济学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区别

思维与理性

主体与行为

网络与互动

涌现与反馈

系统与进化

时空与连接

时间与方法

收益与分配

复杂经济学

生物学的进化思维：基于进化计算的世界观、非线性思

维；理性没被定义

异质性、多样化行为人，使用归纳性的经验法则做决

策，能够学习与适应；面对定义不明确的问题

清晰地模拟个体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随着

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微观与宏观经济没有区别，宏观结果是微观层面行为

与互动的结果；收益递增和递减均会存在

开放的、系统可被利用；变异、选择和放大的进化过程

使得系统能够创新；进化过程引发了秩序和复杂程度

的变化

时间与空间融合在一起，物理空间与信息网络空间融

合在一起，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一

历史和路径是重要的；基于 Agent的建模、计算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复杂网络分析等

幂律分布；富者愈富、赢者通吃的市场变得更普遍

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

物理学思维：基于均衡方程的世界观、线

性思维；完美无限理性

代表性或关于类型分布的行为人，使用复

杂的、演绎的计算来做决策，较少有学习

和适应；面对定义良好的问题

假设行为主体只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互动

和行为优化

微观、宏观经济并未完全融合，宏观逻辑

是微观加总的结果；收益递减

新的行为不被接受；动态逻辑中没有时时

的变化、选择；秩序和复杂程度不会时时

发生变化

时间与空间分离，物理空间与信息网络空

间分离，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

均衡；基于代表性个体的边际分析、均衡

分析、效用最大化分析等

钟形分布；按传统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8



2023年第 12期

当人类进入新经济引致形成的更复杂的新时代，适应这种深刻、全面的大变革需要新理念与新

方法，复杂经济学审视新经济的冲击正当其时（米歇尔，2011；Elsner et al.，2015）。可见，以新经济

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引发以复杂经济学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学范式的崛起。

复杂性科学研究在中国起步比较晚，较早由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西蒙（1987）介绍到

中国。20世纪 90年代初钱学森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引领了中国学术界研究复杂

性科学的序幕。在经济管理领域，汪应洛和黄长征（1997）、刘洪（2001）等研究了经济系统的复

杂性、混沌管理以及混沌模型的算法与控制等理论问题。后续陈平（2004）、贾根良（2006）强调

复杂性科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共同实质，其历史的、制度的、比较的特征是理解经济现象以及解

释中国问题的重要范式。文建东（2006）、苗东升（2010）肯定经济学研究要打破以西方新古典经

济学为主流的思路和方法，需要复杂经济学的逻辑与范式。近几年，随着布莱恩·阿瑟《技术的

本质》（201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2018）等中译本的出版，复杂经济学的思想在

中国学术界再次引起高度关注。安同良等（2023a，2023b）应用复杂经济学思维及复杂网络方

法，构造了测度“卡脖子”技术的通用算法，并揭示了万物互联下企业创新新模式的底层逻辑。

复杂性科学及复杂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以复杂经济学作为核心架构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

体系提供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复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阿瑟（2018）强调，“与新

古典主义理论中的世界相比，复杂经济学的世界更接近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那是一个有机

的，进化的，充斥着历史偶然性的世界”。所以构建中国经济学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作为底层逻辑，以中国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为实践逻辑，而复杂经济学恰恰是政治经济学

的现代发展。

三、新经济发展引致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

1.复杂经济视域的新经济发展特征

以“云+网+端”万物互联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可以被视为通用目的技术，且是最通

用的通用目的技术（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2016）。与通用目的技术定义对照，新的信息与通信技

术具有普遍性与先进性。这种通用目的技术的采用几乎会影响所有经济行为主体，从而重构所有

经济活动；另外，新的通信技术是沿着数据新生产要素所决定的技术路径，连续引入新互补性技术

所形成的新技术系统。纵观人类历史一次又一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新的通用目的技术革新都会带

来新技术系统复杂性层级的提升。与之前技术革命相比，新技术系统形成的通用目的技术革命的

突出特点是更高层次的复杂性：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实施和演进是复杂性、系统化的过程，其未

来演进具有不可确定性；另一方面，其演进的过程会深深地扎根于相互影响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系

统结构之中，衍生出一个复杂系统（阿瑟，2014）。为此，新经济是经济结构非均衡变迁，它包含着技

术进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对经济结构与制度新安排、新调整的复杂相变。

（1）新经济是分子集合式的复杂网络，“小世界网络”形态与自增强的网络规模效应并存。新经

济最一般的特征即万物互联，在互联网的连接下，整个社会的网络连接出现泛化。物联网成为新经

济最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推动智能基础设施的革命。可以说，新经济是网络化的经济，主要依靠网

络将经济主体像分子一样集合成群，工业时代的企业形态正在让位于新经济背景下分子化的组织

和机构（Tapscott，1995）。人类分子（知识性员工）是构成企业的基本要素，大规模的生产会变成分

子化生产，在新经济条件下，分子活动会延伸到整个经济，整个经济社会都呈现从大众化向分子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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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变。①新经济形成分子间的互动系统，组成了高度复杂的网络集合体。该网络集合体为无标

度网络，枢纽节点与幂律支配着该复杂网络行为（巴拉巴西，2013；安同良等，2023b）。在这一网络

集合体中，一方面，世界呈现出“小”的特征，新经济形成的网络化特征使得分子之间在网络中平均

间隔变小，同时聚合系数变高，即典型的“超小世界网络”形态；另一方面，世界呈现出“大”的特征，

内含无限量大数据的新经济，其网络处理能力呈现指数级增长，从而创造出强劲的网络规模经济。

信息革命催生出了大量的全球性网络化企业，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撬动了自增强的经济规模。同

时，由于“大”的特征进一步使得复杂程度呈现数量级的提升，网络内的部分变化会对其他部分产生

涟漪效应，这种相依性会造成“复杂性灾难”②。

（2）新经济是存在交叉模糊分层交互作用的系统，分散组织层级以崭新且复杂的形式持续

涌现。新经济一方面会与传统经济一样由庞大的网络层次组成：个体（分子）在企业中互动，企

业在市场中互动，而市场在全球经济中互动，经济呈现出复杂的网络层级形态；另一方面，新经

济会突破传统层级之间的互动关系，层级形态以崭新形式涌现。协同共享是第一个“生根”的新

经济模式。在协同共享中，参与者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身份界限在模糊。产消者通过互联网高效

快速地匹配分散的供需双方，从而把闲置的生产能力与需求进行精准匹配，实现资源利用效率

的最大化。于是，协同共享新模式致使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有可能进入这种“零边际生产成

本”模式（里夫金，2014）。传统微观主体界限变得模糊，同时网络技术正在消除生产者和消费者

之间的中间环节，去中间化成为趋势。在企业层面，企业虽然仍保持独立的身份，但企业之间的

多边联系和合作会在平台组织与产业互联网的推动下呈现高效性与持续性。此外，企业存在形

式在新经济时代会呈现多元化，企业与市场之间动态边界因成本效应而呈现多样化。在全球层

面，网络可以实现跨时空交流，知识的无国界化会让传统全球层级裂变。在由新经济形成的全

球一体化系统中，时序结构或层次结构的线性逻辑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分散交互、多维链环形

态的“自组织”特征。所以，新经济形成模糊的层次性以及子系统内部的紧密特征，是突出的复

杂系统共性。

（3）新经济是创新涌现、非均衡的经济范式，创新力社会来临强调经济主体适应性学习。新经

济条件下，知识分工③将取代传统产业和产品专业化分工模式。通过知识分工、知识协作、知识互

惠组成的新技术、新要素、新产品、新模式、新产业的创新生态圈，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力与

引擎。同时，新经济最突出的特征在于人工智能无处不在。当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不断深化，使

得新经济时代技术与产品生命周期日益缩短成为趋势，整个社会形态进入创新力社会。极为重要

的是，人类心智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熊彼特曾认为：“经济体系中由生产方式的新组合产生的

力量，能够破坏任何可能达到的均衡”，所以，新经济的自然状态是非均衡性。一方面，这种永恒技

术变革的力量不仅会一次次地破坏均衡，而且“技术变化会内生地、不断地创造出更进一步的变化，

从而使经济处于永远的变化之中”（Arthur，1999b）；另一方面，这种技术变革、模式革新形成的不确

定性在经济体系中深度渗透，经济主体在更为不确定的环境下且拥有不充分信息情形下，基于完全

理性的“最优”行动无法存在，非均衡内生于复杂系统中。虽然新经济的高效数据采集和发达算力

① 参见 Tapscott（1995）第 62页有关新经济 12大主题中的“分子化”。

② 复杂网络中因其“大”会存在级联故障，因为网络效应表明一个节点行为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演化，特别是导

致整个网络的瘫痪。所以，由复杂网络刻画的复杂系统中，常存在从节点故障演变成体系动摇的“复杂性

灾难”。

③ 早在 1936年哈耶克就提到“知识分工”，之后他不断呼吁和强化知识分工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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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得获取诸多信息的成本趋近于零，但这与海量、复杂的信息以及时时革新的整个体系相比仍是

“相形见绌”，有限理性在新经济时代更为明显。所以，新经济带来的时时变化迫使行为主体必须

“摸索前行”，经济行为主体在动态进化中如何适应、在网络化中如何学习，正是由于经济非均衡内

嵌所致。

（4）新经济是连续适应、不断涌现的动态进化过程，人类命运深度依存呼唤着可持续的经济发

展模式。新经济是由分散的经济主体及其环境在新信息技术聚合下形成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在

新产业聚合和网络互联型企业的主导下呈现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自我演化与发展过程。在此演

化过程中，由于互联网效力的发挥，即人人参与其中，总体表现优于所有个体表现之和，系统的整体

特征内生于个体及环境相互作用中的“涌现”现象。由于互联网将每一个个体捆绑其中，全球化的

网络空间正在构筑着更加扁平化的“地球村”，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里夫金（2014）强调，“在协同

共享的时代，一切生物都在错综复杂的生物圈生态系统共生和协同，且整个系统正常运转决定着地

球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协同共生生物圈形成的“共同体”，在新经济技术冲击下维系着一种紧密的

相互依存与相互交织关系。所以人类的共同新信念建立在生物圈意识之上，颠覆性的可持续经济

发展模式与形态正在被新经济“创生”。

在理解新经济时，若还采取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将会“捉襟见肘”。西方新古典

经济学的认知呈现一种简单的线性化思维。但“世界是复杂的，是有结构有历史的，发展是多样演

化的”（Arthur，1997），更为重要的是新经济呈现出复杂经济典型特征。所以，抛弃线性思维、完备理

性、均衡思路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以复杂经济学视域，运用非线性思维、有限理性、非均衡思

路等方法，才能更好地刻画新经济涌现的诸多新事物、新形态与新特征。

2.新经济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呼唤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重构

中国正在敏锐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新

经济及数字经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了“新经济”对

于世界的意义，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催生智能制造、互联网+、
分享经济等新科技、新经济、新业态，蕴含着巨大商机”。2016年“新经济”一词被首次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在国家层面对中国“新经济”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与安排。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

要》印发，数字经济发展被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2021年《“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制

定，为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不断做强做优做

大我国数字经济》一文，系统强调了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意义和基本构想。2023年《数字中国建设

整体布局规划》印发，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

在经济思想史上，每一次新通用目的技术的进步都会引致经济形态的转变，进而引发经济

学理论创新与研究范式转变。恩格斯曾说，“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

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

中国新一代信息通用目的技术、新经济的引领发展，对刻画其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

一方面，大国特征的中国新经济体量超大，引致新经济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亟须中国经济学理

论认知新经济，并提供理论指导。中国新经济指数（NEI）显示，从 2017年开始至今中国新经济投入

占全部经济投入的比重约为 30%。这里根据 2019年公布的中国投入产出延长表，对 149个细分行

①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 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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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再分类。①通过计算对比 2017年和 2012年的数据发现：新经济不论是产值，还是产业的影

响力系数与感应力系数，均发生了大幅度的提升和增强。FT-Omdia Index显示，中国持续保持全球

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地位，这均印证了中国新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但成为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动力引擎”，而且正在成为全球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者。②中国的大国特征、超大规模性，决定了

中国新经济体量超大、市场规模超大以及风险挑战巨大、规制难度陡增，这些规模演变从小到大的

增长通常伴随着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这使得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新经济发展经济聚合特征

决定了其多变性，新的发展条件、新的技术冲击以及与之匹配的新制度环境决定了这一系统演化的

复杂性与过程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使得系统涌现性和路径依赖的机制普遍存在。传统西方主

流经济学理论根本不可能把握中国新经济发展的规律，亟须变革的、先导性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来指导、助推、规制新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以及面对机遇与挑战的多维性，需要特色经济学理论帮

助中国在引领世界发展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具有人口最广泛的数字用户、领先的平台企业、完整

的工业体系以及引导新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新经济下中国经济系统存在多个维度的微观经济行

为主体以及多层次的环境和组织架构，但各区域的禀赋资源、文化传承和社会治理之间差异较大，

这种整体大于其组成部分简单线性总和的复杂系统多层次性是中国新经济的根本特征。该系统另

一重要特点在于，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提高适应和进化的能力。对于中国来说，新技术与

传统制造技术相结合，会创造出许多新产品与新服务，使技术机会明显增多，这就会增加以中国为

首的技术后发国在新技术层面“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新技术革命也带来了全球经济更大的不确定

性，特别是发达国家凭借在传统制造业方面的技术积累与高技术人才的储备，其在拥抱新技术革命

过程中优势会比较明显，所以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塑与世界各大经济体力量博弈成为当下历史浪潮

的主趋势。从复杂系统进化和适应的逻辑看，中国如何利用制度优越性结合市场空间的广阔性应

对技术先进国家的遏制，以新经济的迅猛发展来助力全面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经济学理论贡献中

国方案。

3.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进

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中国大地上认识与发展新经济，需要创立具

有高度原创性的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理论基础、内在结构、实践功

能等方面同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有本质不同，其既要反映新经济发展的一般经济规律，又要反映新

经济在中国的特殊性，同时更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现象、指导中国的新经济。中国自主经

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植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变迁。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研

究范式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见图 1）：

① 本文的“新经济”包含新经济制造业和新经济服务业。其中，“新经济制造业”所涉及行业和代码为医药制

品（27050）、其他专用设备（35076）、其他交通运输设备（37081）、计算机（39088）、通信设备（39089）、广播电

视设备和雷达及配套设备（39090）、视听设备（39091）、电子元器件（39092）、其他电子设备（39093）、仪器仪

表（40094）；“新经济服务业”所涉及行业和代码为电信（63121）、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63122）、互联网

和相关服务（64123）、软件服务（65124）、信息技术服务（65125）、研究和试验发展（73132）、专业技术服务

（74133）、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75134）、娱乐（90147）。

② Omdia与《金融时报》携手发布了 FT-Omdia数字经济指数，该指数衡量领先数字经济体的规模与增长情

况，并对这些经济体进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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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过程

（1）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之前）：苏联模式下的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主导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模仿苏联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与之相伴的中国经

济学主流范式，是 1952年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构建的传统政治经济

学范式。随着以苏联为样本的高度集权计划经济模式弊端的凸显，中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苏联

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局限，开始尝试探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不同所有

制及经济成分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分配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

准备与理论储备。

（2）1978年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四大（1978—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推动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

硕成果大量涌现。该阶段中国经济学范式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体框架，开始形成并不断发

展，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并创造性地探索了产权规则

基本明确、价格协调微观决策、按要素分配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理论框架。

（3）党的十四大到十八大（1992—2012年）：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流行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化期。党的十四大之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

改革持续推进，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强调市场机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成为流

行范式。该范式让人们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这

一阶段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与调控方式的创新、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有序发展、国有企业

改革与微观经济基础重塑等方面的探索实践，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步入深化期。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以解决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

导向，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积极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用成分、兼容并蓄

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3年之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成长期。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

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①同时面对全球新经济蓬勃发展以及自身在国际分工中

角色转变的大变局，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作为首位的“新发展理念”、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生产

七要素”（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首次提出）的表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来构建

国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

①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

2023年，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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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均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审时度

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创新性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

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些理论创新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向成熟。

在新时代，中国正面临由“富”到“强”的历史性转变、从全面建设小康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转

变，同时新经济革命正冲击着中国既有的经济理论体系及框架。中国经济学已经进入构建自主理

论体系的阶段。在这划时代的“双重变化”大局下，立足经济建设的实践重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提炼由“富”到“强”历史经验与模式特征的经济理论，提出面对新经济体现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经

济学理论体系与逻辑框架，是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一宏伟工程的新方位和新使命，这也

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成长期。

四、复杂经济学视域下新经济发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1.复杂经济学视域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与“保护带”

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1986）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弥补了波普尔和库恩未能解决

的理论缺陷。他认为，“典型的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一个研究纲领”，拥

有完整的体系，即一个受到顽强保护的独特“硬核”，以及能够灵活适应的“保护带”，进而产生一种

有力的解题手段来消化反常。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应对新经济冲击、符合中国经

济发展需要的理论学说，有着自己完整的“科学研究纲领”结构体系（见图 2）。硬核是研究纲领最

基本的原理与根本性的主张，构成一个理论学说的基石，决定该学说的本质与精髓。硬核不可反

驳、不可修改，以此来保证理论的稳定性。新时代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硬核必然是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图 2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体系及其范式框架

从理论层面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的唯物史观、创立的劳动价值论、阐述的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动态适应以及倡导人的自由发展，分别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硬核”“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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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核”“规律硬核”和“价值硬核”。在新经济时代，蕴含隐性知识的创造性劳动出现以及隐性知识的

可迁移性，拓展了新经济时代价值创造问题，最为核心的是劳动形式和劳动关系在新经济时代的改

变会发展劳动价值理论。新经济时代的最大特征在于，新一代信息通用目的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创

生出了新经济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新经济生产力的变革也带来与之相适

应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广义生产关系颠覆性改变，新经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适应在新时

代表现出新特征。这些在以资源配置与利用为核心议题的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下难以得到体

系化的回答。从实践层面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理论。

不论什么时代、不论面对什么新情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会居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

地位。这是中国经济学不同时期探索后形成的基本共识（程霖等，2020）。可见，从理论到实践，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

在理论体系内部结构中，围绕硬核有明确的保护带，其功能是保护硬核的完整性与不可反驳，

反映了理论的适应性与韧性。硬核虽不可打破，但保护带“常新”，对保护带的补充与修正恰是理论

丰富、完善与发展的过程。所以，保护带具有开放性、动态性与包容性。基于此，发展新经济构建中

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保护带”有两条线路：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及其在新时代的

新发展；二是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复杂化与经济理论的重构。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及其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

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骨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新经济

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根据新时代要求进行新发展（洪银兴，202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

了系统性的原创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及其在新时代的新发展这

一保护带创生出独特的理论与实践建构。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经济学理

论体系坚持站在全人类的视角审视共同发展，形成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需要人类共同维护、建

设与治理的全球价值观。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

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并对人民负责。把为全人类谋福利，增进人民福祉、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使命。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基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

要法宝。”①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中国 70多年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的新型举国体制在攻克某一世界尖端技术领域、助推战略性产业发展、面对重

大灾害等不确定性冲击中都显示出非凡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的新型举国

体制是创新性的制度安排，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这一特殊制度性组织方式作为建构基础，来理解

中国发展的过去以及应对未来的挑战。

（2）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复杂化与经济理论的重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

兼具经济转轨的“双重性质”，70多年成功的经济建设实践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不断的

理论创新。在此过程中，中国创造性提出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传统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极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同时，

①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 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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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管理理论、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设计与激励相容理论、工业化与产权理

论等经典理论实现了中国化的重构，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新经济发展大背景下，中国是新经济世界规模超大的第一现场，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

穷的前沿阵地，是与其他超级大国经济分工格局重构与博弈的前线，这些典型事实更决定了中国有

能力作为近距离观察者、深度参与者和引领者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新经济的发展特征表明，新经济会涌现出各种复杂的行为以及正负反馈，并形成非均衡的复杂

系统。上述中国新经济的独特特征，进一步印证了阿瑟曾认为“中国可以说是复杂经济学的活样

本”的论断。①中国新经济的形态属于特定的、正在涌现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该系统是一个多因

素的聚合体：集聚的经济行为主体、技术、组织和制度。在这一系统中，诸多因素在内部发生联系与

相变，使得系统发展模式和机制运行直接制约着各因素间协同演化的方式和路径。

一方面，中国新经济系统具有多聚合性、多层次性，该体系存在着内嵌于各类多层级的子系统

以及交叉分层的组织，所以，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多层次性，使系统有明显的网络化特征，于是

基于发展新经济的中国经济学体系需制定适应网络化生存的多重内容。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

革策略是不断试错与探索的正确路径，与复杂经济学强调的自组织和适应性相吻合，这一策略未来

仍具适应性。另一方面，制度作为复杂经济社会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其涌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减少

不确定性，它可以为系统创生提供助力和引导，可以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可识别的、采取有效行动

的机会和规则。基于发展新经济的中国经济学体系，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的制度安排。

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的前瞻性、全局性及一贯性为中国经济发展定方向、掌好舵，为各类微观主体

在这一复杂性系统中的学习、适应指明了方向。

基于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描述的系统内层以多种微观行为主体为核心，新

经济下无所不在的万物互联成为各类微观行为主体行为裂变与演化的催化剂。在此情形下，网络

组织的优越性得到凸显，因为网络是从事学习、适应与获得正反馈的主要载体，在此过程中形成独

特的产业形态和组织架构。内层的系统之间形成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点线面”之间互相

交织的互动形态。外层为作为复杂系统良性运行的制度环境，核心为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的一致

性制度框架。内层要素及子系统会受到外层所处的制度环境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同时与外部环境

之间的各种因素形成适应、协同和依赖。

总之，中国新经济发展开启了中国经济学的崭新创新空间，推动着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与时俱

进：基于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硬核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护带的两条线索随

着时代的变革、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地调整与完善。两条保护带的拓展重塑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

象与研究方法，构筑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视域——地球视域、新空间——信息网络空间、新

架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复杂经济学等相融合的理论架构。其地球视域与信息网络空间

角度，强调地球是承载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同时表明信息网络空间的包裹性使得全球人类命运更

加共生共荣。可以说，以地球视域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更为

根本的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复杂经济学等各类经济学的合理有用成分融会成新的架构，

使得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打上鲜明的中国烙印，能够从逻辑上讲清“中国故事”，从实践上指明“中

国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中国体系”（见图 3）。

① 参见《专访布莱恩·阿瑟：中国相比西方更容易理解复杂经济学》，《新京报》，2019年 10月 19日，第 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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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视域、新空间和新架构

2.基于复杂经济学视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启发性思路”

厘清新时代下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以及“硬核—保护带”逻辑思路

后，本文具体建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启发性思路”。在此利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启发

性思维中的正面启发法，即主动发现新的规律、解释新的现象来形成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启发性

思路”六个维度（见图 2）。中国经济学“启发性思路”六个维度形成“宏观‘增长’—中观‘产业’—微

观‘企业’”的三层逻辑与“理论革新—实践指导”的双重体系。

（1）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合一性正在改写消费函数与生产函数，“以人为中心”成为经济发展新理

念。在新经济下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呈现合一性，生产与消费难以分离，形成了“产销者”

（Prosumer）。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一性使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成为现实。一方面，互联网

形成数字化的消费者行为，消费者通过信息化工具更多参与产品生产的售后意见和服务反馈、体验

反馈，同时这是人人皆可参与其中的过程，分工不再是绝对的，消费者身份角色转变为多重；另一方

面，生产者则会采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从大规模与制式统一的生产转向生产高度个性化、定制化

的产品，即让消费者更多地参与产品设计和开发环节，从而实现消费者的“生产参与”，产消融合成

为基本趋势。此外，更为突出的是，任何信息皆可商品化：社交网络中的言论、图片、即席创作（内容

产品）等皆为他人可付费的消费内容。为此，微观主体之间在新经济条件下形成网络化形态，“数

据+连接”成为根本支配（杨虎涛和胡乐明，2023），这会从根本上改写消费函数与生产函数。新的消

费函数已被改造（Giorgi et al.，2020）；新的生产函数中，产出不仅仅取决于单纯要素投入，而是更多

由微观主体所处信息网络空间中的连接度与智能度所决定。微观主体在复杂网络中的节点位置及

资源、知识、创意的整合力决定着最大的产出水平。同时生产地点的离散化成为趋势，企业选址无

须遵循传统，而是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和网络平台聚合前端消费者需求并反馈到生产环节，企业离散

化生产变为现实，互联网使得经济地理空间得以重塑（安同良和杨晨，2020）。由此可见，新经济下

产销者合一性决定了以人为本的创新正逐步显现。新经济突出的特征是“以人为中心”更加公平的

新经济形态。为此，基于发展新经济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中心支点，即形成以人、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要考虑当代人民的需要，更需兼顾代际间的公平。任何

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鲜明的价值观导向。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导向是助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的幸福增进以及引领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与繁荣。

（2）新业态涌现与微观主体分布式节点成长，使得经济增长体系重塑成为经济发展新趋势。

新经济下的产业新业态以新一代信息通用目的技术为共同的发展基础，以产业关联为牵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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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资源配置、市场空间、产业组织、产业界限以及产权基础等发生颠覆性变革。西蒙曾指出：随

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注意力经济应运而生。在注意力经济中，人人

都可以成为注意力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所以市场参与者的微观主体会呈现分布式节点成长，从

而形成注意力经济增长的“量子特征”。同时注意力经济由于广泛参与、速度制胜，以及不受限

于生产场地和生产环境的特点，会导致以注意力为核心产品的无限供给，通过科技创新与规模

经济形成自身报酬递增的特征。①由此可见，新经济具有收益递增的非线性正反馈发展效应，与

传统依靠物质要素投入具有报酬递减特征的经济具有本质区别，其增长机制、增长逻辑和增长

体系均在重塑。

新技术、新主体、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的新经济时代最根本的变革在于，价值链在各个环节

以及衍生附加值效应都呈现出全方位的重构：价值链不同部分以信息与数据为基础被无限细分，网

络化生产方式成为基本趋势。万物互联数字化的经济形态中，供给的传统优势地位让位给需求，价

值链被逆转（迪克，2020）。进一步在生产端，产业边界的模糊化、产业组织的网络化和产业集群的

虚拟化成为趋势。同时，产业网络化成为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方式和手段。此外，产业集群

虚拟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传统地理集群的空间局限正逐渐被突破并生成网络意义上的集群。供需

两端的高度互联、供给体系的深度革新，改变了资源匹配和交易成本，从而形成新的生产率提升效

应、结构优化效应与生态环境改善效应。另外，新经济条件下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平台经济兴

起。作为不拥有生产手段但创造连接的平台企业，其在促进商品和劳务的流通、便利信息传递和社

会交往、降本增效提升交易效率和主导且赋能数字时代企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底层设施的角色。

同时，平台形成的组织间动态不完全竞争格局和导致不稳定的就业和工资，正在带来经济总体的革

命性重组。由此可知，平台的两面性既是经济体系重塑的核心力量，也是挑战新经济时代治理的

“先锋军”。

（3）制造业企业竞争策略的根本性转变，要求以知识创造和知识分工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模

式。新经济全方位渗透融汇到经济各领域、各行业，同时创生了新的制造业集群。制造业的“数字

化”依赖于一个复杂“技术簇群”的支撑，所以企业需要技术集成以及技术的协同进步参与竞争并实

现产业化。与此同时，当今新产业已进入模块化设计、模块化生产的大发展时期，模块化已成为新

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的本质。所以，在新经济下，发达国家技术领先公司利用集成技术的广泛运

用、产品架构设计、通用模块外包、核心技术控制等方法将其他公司创新行为限定在非核心模块外

围创新领域，并运用专利制度，构建一个“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不平等竞争优势区域，通过“专利

圈地”形成专利壁垒来强化垄断、减少竞争。面对这些模块化陷阱和专利阻碍，发展中国家企业必

须实现竞争策略的调整，借助知识创造、基础技术线路的突破，发展集成技术、模块化创新突破“低

端锁定”并实现价值链攀升，夯实制造业的地基。华为手机Mate 60 Pro的成功推出就呈现出中国芯

片制造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全产业链赶超态势。从企业竞争策略转变出发，基于发展新经济

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核心在于强调创新是新经济的主旋律与灵魂。企业创新的本质是新

知识的创造与运用，而新知识创造是隐性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并与其他显性知识相结合的过

程，具体表现为知识转换的共同化—表出化—联结化—内生化的“SECI模式”（野中郁次郎和胜见

明，2006）。同时知识作为一种商品参与到市场交易中，并涌现出一批基于知识进行交易的企业

或个体，进而发展出一套基于知识创造、传播、应用的产业体系。为此，以复杂经济学视域构建中

① 在中国注意力经济最突出的表现为“网络直播”，网络直播成为“线上引流+实体消费”的数字经济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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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理论，需要以知识创造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即以知识创造进一步形成知识分工作为

“序参数”①，来观察与理解复杂经济秩序的演化。

（4）物理空间与信息网络空间耦合化带来生存空间扩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经济

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个维度相互联系、彼此促进来推动“信息革命”的发生，从而引

致不可触摸的信息型经济取代可以触摸的物质型经济。同时也使得人的生存空间不再局限于

物理空间，开始将人类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空间、市场空间从物理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信

息网络空间。伴随着 AI、元宇宙、生命科学等诸多技术创新成果的涌现，这种空间延伸进一步体

现为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及生物空间的深度耦合化。多重空间耦合打破了生产经营、生活体验等

时空界限，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全新的生存发展疆域与市场发展空间，同时带来两个层面的深刻变

化：一是国家竞争优势不仅来自物理空间，更多来源于信息网络空间。新经济革命重塑全球产业分

工格局，全球产业分工从产业链式分工逐步转向网络式分工，在此过程中国家之间竞争开始向信息

网络空间过渡和延伸。所以，数字经济和信息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

的新动力，在建设网络强国并挖掘一国的信息网络经济潜力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如何建立在主

权平等原则基础上的网络新秩序，形成多边、透明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成为新型国际关系需

要解决的重要议题。二是由于人的生存空间从有形的物理空间开始延展到信息网络空间，人的生

活方式、行为逻辑、交往形式、生存意义均会发生深刻的变革，最终必然会带来人们思维方式的巨

变。网络时代思维呈现非欧几里得空间的网络状结构新思维模式（巴拉巴西，2013），而这一系列思

维方式的革新，恰与复杂性时代的到来相契合，网络思考方式具有可以解释经济系统的内生危机和

整体演化的特点（Kirman，2011）。

（5）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形成以新型举国体制铸就创新生态系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支撑。21
世纪以来，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逆全球化战略，大国博弈、技术封锁、专利阻碍已成为常态。中国当

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复杂经济学核心信条表明，战略可以把不

确定的社会设计成更好的进化体和适应体（拜恩霍克，2019）。基于此，新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科学政

策、技术政策与创新政策的重点是以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为基础、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引领、以

自主创新为根本，构筑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特色在于以大国博弈战

略视野引领创新，整合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和开放共赢的全球资源优势，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

地位，加快面向前沿性、原创性基础科学问题和事关国家安全核心技术突破的多维协作创新体制建

设，探索通过有组织、有战略布局的创新来加速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供给的强国路径，从而逐步破

解“卡脖子技术”的困境（安同良等，2023a）。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关键在于发挥“特惠式”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针对中国不同的领跑、并跑和跟跑的企业或行业状态，在产业政策上分类指

导，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提高产业政策靶向性（安同良等，2020）。未来中国建设科技创新强国，

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抓住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战略机遇期，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多主体协同共创共赢的创新新

局面，从而在新时代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① 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ermann Haken）于 1976年出版的《协同学引论》中指出：一个系统的稳定性受到“快变

量”和“慢变量”两类变量的影响。当系统从稳定的无序的旧结构冲破稳定向有序的新结构演化时，慢变量

起着决定性作用，它的大小代表了系统的有序程度，故称其为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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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府监管的网络互联式转变以及防患未然的政策选择取向，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保障。新经

济分子化、虚拟化和网络去中心化的特征不仅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运行方式发生新的转变，

也会对已有的政府政策选择与治理手段带来全新的挑战。一方面，新经济带来了海量信息的流通

和汇聚，在其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监管，人人都可能被互联网“绑架”，成为信息过度自由的牺牲

品。从严管网、从严治网，加强对网络过度行为的监管和治理，维护互联网运行的安全和秩序，是新

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亟须面对的课题。在此过程中，针对新经济网络化和经济社会复杂化的特征，

探索“一刀切”式僵硬管理和“切一刀”的随机管理向审慎包容、量身定制监管模式的转变。另一方

面，要在新经济背景下推行与之相契合的智慧监管，即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以监

管信息为关键，实现政府监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高度融合。新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社会的

复杂性提升，经济系统对各类反应完全呈现开放状态，在此过程中，预期的不确定、结构突变、灾变

冲击、多方博弈加剧等，使得经济系统根本不会像传统经济学阐述那样慢慢向均衡收敛，所以纠正

偏离、促进收敛的政策失败与无效的概率明显提升，政策预期实现的结果会大打折扣。鉴于此，新

经济条件下，在政府政策制定、设计以及执行中应遵循复杂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在政策实施前引入

有效的失败模式研究（唐任伍等，2020），即形成留有余地、防患未然的政策思路，从而提高新经济时

代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与精准性。

五、结论及启示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革命，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的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与生存空间，更推动

着中国经济踏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新经济革命既为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国家竞争力提升、构

筑经济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更为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战略新

机遇。为此，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学内嵌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与理论变迁的动态演化过程，是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硬核，以信息网络空间

与复杂经济视域等视角为底层逻辑，具有“硬核—保护带—启发性思路”完整架构，以人民为中心

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与繁荣为本质的经济学范式。本文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何处”及构建中

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探索了可能的路径。

第一，中国经济学是一个内嵌动态演化过程的经济学范式。中国已走过了 70多年辉煌的经济

发展历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亦步入快速成长期，这为构建新时代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

供了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基础。有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范式的硬核

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护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及其新发展、新经济条件下经

济复杂化引致的经济理论重构。中国经济学在多阶段不断演化的过程中，提炼与总结了中国经济

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诸多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中国发展道路自信的基础上

正逐步实现理论自信。在通过修正与整合复杂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等各

类经济学合理有用成分基础上，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被打上鲜明的中国烙印，能够从逻辑上讲清

“中国故事”，在实践上指明“中国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中国体系”。

第二，中国经济学以信息网络空间与复杂经济视域等视角为独特架构。中国经济学是面向新

经济的经济学范式，具体表现为消费者与生产者网络经济的合一性要求“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理

念，微观行为主体在信息网络空间形成网络型节点存在，并涌现出新型的产业形态与组织架构，经

济增长体系正在被重塑。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策略要求以知识创造、注意力成本下降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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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同时深谙微观主体分布式节点成长、价值链颠覆式变革的新常态。微观主体、产业形态和组织

架构之间形成了“点线面”之间互相交织的空间模式，物理空间与信息网络空间耦合化带来的生存

空间扩展成为新特征。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要求复杂适应性的制度环境，以新型举国体制铸就的制

度生态系统，并辅之以政府监管的网络式转变以及防患未然的政策取向，成为中国面向新经济的新

引擎、新支撑和新保障。

第三，中国经济学的本质是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是民族

性与世界性的结合，该范式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模式”，通过共同的理

念、共同的行动、共同的秩序来一起面对技术革命不断进步、生产与生活方式不断创新、气候与生物

灾变不断冲击等挑战，构筑基于新知识、新技术、新空间为基础的全人类新经济共同体。中国以“一

带一路”倡议为抓手，抗击逆全球化暗流；以增进全世界的民生福祉为价值导向，秉承知识文明全球

化精神，形成新技术保护、扩散和应用的合作机制，努力实现人类在面对新经济的“公地的喜剧”，并

形成引领世界未来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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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 economic revolution，with the digital and biotech revolution including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big data，block-chai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as the

core，has altered all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With China being the largest

emerging economy，how to seize the great opportunities，such as technology leapfrogging and global

value chain climbing caused in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become the

crucial decision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blooming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new economies，and new business forms，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 new economy is triggering the rise of a new economics paradigm led by complexity

economics. China’s new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leading global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and call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tched system of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researching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is paper attempts to build the system of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a

complete framework of “hardcore-protective belt-heuristic thinking” with the reference of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 by Lakatos，the philosopher of science，and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conomy. ① The hardcore i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for developing the

new economy in the new era to buil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② There are two

routes of developing a new economy and building the“protective belt”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one i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its new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and the other is the economic compl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theory under

the new economic conditions. ③ Based on the underlying logic of“hardcore-protective belt”，the

“heuristic thinking”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presents six new dimensions.

In conclusion，we believe that Chinese economics is embedded in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changes. It is an economic paradigm with

underlying logic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cyberspace and complex economic，and fundamentally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sperity of a people-centered glob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shor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le path of“where is Chinese economics

leading to”and describes possible directions to build China’s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Keywords：：Chinese economics；new economy；complexity economics；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a’s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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